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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两家典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探寻协同创新能力随着创新网络的演化而提升的过程。研究发现，不论创新网络的演化遵循“多极化-渗透式”路径，还是“点线面-辐射式”路径，都能有效汇集分散且多样化的创新资源，反映了协同创新的本质需求；随着实验室创新网络规模的扩大、网络关系的增强，协同创新能力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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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novation network on the basis of exploratory case studies of two State Key Laboratories.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make the innovation network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network can bring decentralized innovation resources together, no matter whether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 is "multipolarity-Infiltration model" or "point-line-area –radiant model" .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network scal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city emerges and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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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主要理论研究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杠杆作用点”[1]，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各国保持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载体。创新资源具有高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替代性、难以模仿性以及低流动性，很难通过公开定价等市场交易手段获得异质性的创新要素[2-3]，这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协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网络恰恰能促进异质性资源的整合与流动，超越了传统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导向机制[4]，更有效地协同不同性质的创新主体间的关系[5]。协同创新作为一种通过集体活动才能有效开展的过程，网络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6-7]。网络中节点彼此相互影响，建立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8]，因而创新网络更类似于“云计算”——网络连接了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资源形成资源池，向节点按需提供服务。网络理论认为，创新行为不是在一个空洞的系统中孤立进行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在它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9]；协同理论同样认为，协同的行动中隐含着各要素之间及各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10]。许多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或实证分析证实了网络对知识扩散[11]、学习活动[12]、创新能力[13]和创新绩效[14]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创新网络中各创新主体的互动通过网络节点间的双向协调完成[15]，特别是市场的自发调适困难时，网络中主体间的相互调整与对环境的适应就能实现网络整体价值的最大化[16]。可见，网络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内在的逻辑联系。
目前关注创新网络对协同创新影响的研究多以企业为“焦点”，得出的结论能否直接应用于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面向前沿科学、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国家科研基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试验、问卷调查等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案例研究更有利于摆脱现有文献和过去经验的束缚，更适合应用于全新的社会研究领域以及构建新的理论框架[17]。鉴于现有文献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网络及协同创新能力研究的欠缺，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来发现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极有必要。此外，多案例研究能通过案例的重复支持研究结论，同时分析各案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能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18]。因此，本文甄选了两个典型案例开展深入的探索性案例研究，梳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网络在不同演化发展阶段的网络关系与结构特征，探索协同创新能力随着创新网络演化而逐步提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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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多极化”创新网络推动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BNL）隶属于美国能源部，是于194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耶鲁大学这9所大学组成的大学联合会创办，因而，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与这9所大学建立了创新网络连接，并通过这些大学既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其他科研机构及高校实现了合作。同时，布鲁克海文被设计为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实验室，其所有用户设施均对产业界研究人员开放，实验室还派研究人员到工业部门的实验室工作，传授知识和经验[19]，因此，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形成了“多极化”的创新网络（见图1）。网络汇集了较丰富的人、财、物力资源，与其他节点保持着利益关联和信息互通，使创新要素迅速流动、融合，这为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提供了优质基础。 






                  图1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多极化”创新网络
2.2  创新网络“渗透式”扩张促进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联合会与能源部的共同作用下，实验室获得了高额经费，拥有了一流的大科学装置群。大科学装置群实施开放共享，吸引了世界各地著名的科学家以及各大学、工业和其他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与大学生前来进行各种实验[20]，随之产生了重要的协同创新成果。例如，华裔学者李政道和杨振宁正是1956年在布鲁克海文工作期间，通过COSMOTRON加速器发现了宇称守恒破坏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则是1974年利用AGS加速器开展物理实验，最终获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高度开放性的创新网络向世界各国的顶尖研究机构逐渐渗透扩张，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创新网络形成联结，吸纳了大量新的创新节点，为实验室带来了新鲜血液；同时，在网络的“渗透式”扩张过程中，实验室逐步占据了网络关系的稠密地带，掌握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见图2）。其信息优势表现为：实验室能够获取来自多方面的非重复性信息，成为信息的集散中心。其获得的信息数量更多、内容更具体、时间更及时，利用信息优势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协同创新机会。其控制优势表现为：实验室在创新网络中占据着关键路径，能主动利用其信息优势将原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各节点联结在一起，可以决定各种资源的流动方向，从而获得对资源的配置与收益权，成为创新活动中的“第三人”——在无需投入大量研发资源的情况下就能获得第三方额外收益，实验室的协同创新能力因此得以大幅提升，实验室开创了核技术、高能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等多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有10位相关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21]。







图2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渗透式”创新网络
2.3  创新网络向高层次跃迁与协同创新能力的飞跃
21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和能源部自上而下地介入，通过国家计划组织了协同目标更精确、网络规模更大、网络关系更密切的创新网络，进一步推动了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建立了专项基金改善实验室的科研设施，布鲁克海文超过4亿美元的年度研究经费就主要来自能源部项目经费[22]。其次，美国政府实施了“科技中心计划（STC）”，使实验室原有的创新网络向更高层次跃迁。政府把具有共同研发目标、共同科研特色和伙伴关系的一系列大学、科研机构、实验室共同组建成研究中心，最典型的工作之一便是散裂中子源（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SNS）的建造。网络中各节点分工明确、衔接流畅、各司其责，每个节点都最大化地发挥了自有优势：劳伦斯伯克力实验室（LBNL）负责设计和建造SNS的前端系统，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ANL）负责直线加速器；杰斐逊实验室（JNAF）负责建造超导铌腔；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负责建造累积环结构；橡树岭实验室（ORNL）负责设计和建造液体水银靶；阿贡实验室（AL）负责为SNS开发中子散射仪器，并与橡树岭实验室密切合作开发实验设备。经费方面，除了美国能源部的巨资投入，橡树岭实验室所在的田那西州也提供了800万美元的经费额外建立了中子科学联合研究所（JINS），作为外部使用SNS的接口和通道。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实验室创新网络向宏观层次的演化，利用了各大实验室最佳的技术诀窍，充分发挥了各实验室的资源效度，同时还持续为网络外部的其他研究机构和个人提供开放式网络支持，使得网络具有极强的扩展性和兼容性，网络覆盖范围不断延伸。在这种宏观网络的作用下，单个实验室可以将自身原有的小规模创新网络接入这一高层次创新网络，从而与其他实验室原有的创新网络形成连接，使各个实验室及其创新网络的核心资源通过交错的宏观网络链路实现了渗透（见图3）。在这一过程中，协同创新的合作内聚力增强，协同阻力降低，协同创新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图3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创新网络的高层次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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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点-线”式网络链接的产生与协同创新能力的萌芽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1986年在天津大学内燃机研究所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在实验室成立之初，其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的辐射区域较小，影响力有限，为产、学、研等其他创新主体提供创新资源的能力较弱。这一阶段的协同关系以简单的单向链接为主，主要合作模式为联合项目研究和学术研讨会，完整意义上的创新网络尚未形成。如实验室在90年代与美国Derxel大学合作研究“燃料性质及物理因素对发动机燃烧过程影响”；举办了国际内燃机会议，与200多位外籍专家开展学术交流；与天津动力机厂合作进行柴油机燃烧系统改进研究；与中国一汽厂合作进行汽油机燃烧系统改进研究等。因此，协同创新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随着某些项目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项目的完成而结束。
在实验室的创新实力还不足以构建创新网络或嵌入成熟创新网络时，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开展项目式合作或研讨交流是快速提升实验室的影响力、知名度和辐射范围的有效方式。在实验室与国内外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逐一搭建的合作关系中，实验室与各个节点的关系是单向的、独立的，呈现出“由点及线”的构建特点（见图4），即分别与不同的节点形成单线链接关系，但尚没有足够的能力促进不同的节点彼此之间产生新的连接。虽然这种“点-线”式关系仅能带来短期的合作伙伴，但这在我国科研创新氛围还相对封闭、保守的90年代，已经实现了实验室与国内外内燃机研究领域内最顶尖学者的交流，打开研究的国际视野，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同时，与高校、企业的短期合作也为后期开展长期稳定的协同创新提供了伙伴选择的基础，使得协同创新能力初步萌生。
  




                               

图4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网络的“点-线”式起源
3.2  创新网络的“线-面”式发展与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
实验室的重点研究领域是寻求能源新的利用模式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方法，这就必须将与内燃机相关企业放在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位置。随着协同创新能力在“点-线”式链接关系中逐渐形成，实验室于1995年建立了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与摩托车产业合作开发了小型内燃机自动测控系统，广泛应用于小型动力生产企业并销往我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2006年，实验室与德国英飞凌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英飞凌-天津汽车电子联合实验室”，双方合作进行发动机控制单元软硬件构架的共同开发，建立了从系统仿真到整车匹配的电控系统完整研发平台；同年，实验室成功申报成立了“教育部轻型动力工程研究中心”，与玉柴集团等众多企业进行联合攻关。2008年，实验室成立了“内燃动力工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与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的多所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随着“点-线”式网络链路的增多，多个“由线到面”的小型创新网络形成了。创新网络的载体主要是围绕特定类型的企业或企业群成立的技术中心、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或联合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的创新平台等，创新网络的规模较小，节点间异质性较低，创新网络覆盖的创新节点还比较有限，实验室对创新网络也还不具备足够的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尚不能使围绕其生成的各小型网络之间形成交集（见图5）。虽然在德国英飞凌汽车公司、摩托车行业、轻型动力工程行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尚未形成更大覆盖范围的创新网络，但是相比上一阶段，实验室在同一领域内的协同创新能力大大增强了。以实验室成立的“教育部轻型动力工程研究中心”为例，中心先后承担了53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430多项企业委托课题和大量行业检验测试项目，经费总额超过1.6亿元，授权各类专利达102件。
                                





图5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网络的“线-面”式发展
3.3  “点线面-辐射式”网络演化与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
随着协同创新能力的增强，创新网络捕获的节点越来越多，节点间的互动也愈加频繁，创新资源流动性和互惠性也越来越强。2010年，实验室牵头组织上汽、东风、长安、奇瑞、吉利、天津一汽、潍柴、玉柴、中国一拖集团等9个汽车及发动机的优势企业，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7所大学，中国汽车研究院、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兵器工业集团70所、天津内燃机研究所等4个研究所以及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共21个单位，组建成立了“节能环保内燃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目标直指节能环保内燃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23]。这种成熟的创新网络能够不断向外辐射，将实验室的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促进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显然，与创新网络“线-面”式发展阶段的技术中心、联合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创新引智基地等协同创新模式不同，战略联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创新网络，网络规模更大、开放性更高、节点成员异质性更强，实验室通过这种成熟的创新网络实现了学科融合和资源融合，贯通了创新的技术链和产业链。在创新网络的“辐射式”演化过程中，实验室逐步占据了网络中心地位，拥有了资源的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以实验室为中心构建的成熟的创新网络除了在实验室与其他创新主体间形成了协同关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其他行动者彼此之间的联结，进而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网络结构（见图6），实现了资源在网络的不同节点间的自由交换与共享。这一创新网络为协同创新提供了稳定的载体和机制保障，协同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提升。战略联盟成功开发了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的关键材料及系统集成匹配技术，能降低由汽车尾气排放引起的PM2.5污染，该技术已在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公司年产300万L的催化剂生产线上顺利实施，所生产的尾气净化催化剂已在奇瑞、吉利、华晨、福田等12个生产厂家的115个车型中得到配套应用；与国际同步研制成功了满足欧VI排放商用柴油机样机，在潍柴动力、广西玉柴以及天津雷沃动力的25种型号、40万台重型车用柴油机上得到应用，新增利润数10亿元；成功研发了10余款车用、军用和航空内燃机新技术产品，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和科技进步奖2项。










图6 实验室创新网络的“辐射式”演化
[bookmark: _Toc413702593]4    探索性案例综合分析
[bookmark: _Toc413364531]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网络能实现各类创新资源的生产、传播、交换、增殖，促成实验室与不同创新主体协同合作，获得重要的协同创新产出。创新网络已经越来越成为推动科研创新以及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受实验室创建初期所拥有的创新资源、社会关系、学科建设需求以及实验室所处国家的科技管理体制等条件的约束，创新网络的演化可能出现“多极化-渗透式”、“点线面-辐射式”等不同的途径，但都遵循由内而外不断衍生、扩张，最终形成网络规模较大、协同层次较高、网络关系密切的创新网络的过程；各演化阶段的创新网络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通过嵌入或构建创新网络，建立或广泛（横向）、或深入（纵向）的网络关系，能提升实验室对创新要素的整合能力，实现协同创新能力的倍增。
4.1  实验室创新网络特征的对比分析
实验室创新网络中的协同关系既不同于组织内部的科层关系，也不同于组织外部的市场关系。在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网络的关系和结构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起源于9所大学构建的创新网络，注重内部创新网络体系建设和外部创新网络扩张，通过不断建设并开放各种大科学装置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精英，其内部创新网络流动性强、弹性大、兼容性高，其外部创新网络规模庞大、合作范围广、伙伴数量多，且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外部支持。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间晚，初期内部协同仅限于实验室内部学者间的交流，外部协同规模、强度都很小，主要依靠研讨会、临时性项目合作研究等方式进行合作，尚未形成创新网络。后期随着项目研究的数量增多、程度深入，主要合作伙伴间协同关系逐渐稳定，通过与知名企业开办联合实验室、建立研究中心，实现了基础理论、实验设备、开发技术、合作管理的有机结合，通过成立创新联盟实现了协同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因此，在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实验室内外部创新网络是各具特色的（见表1）。
表1 不同阶段的实验室创新网络特征
	 实验室
	内部网络特征
	外部网络特征

	
	形成期
	发展成熟期
	形成期
	发展成熟期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大学联合会多极化管理模式，沟通渠道畅通，网络资源丰富
	联邦政府领导、科学会运作，多层次开放式管理，资源集中
	从各类外部机构获取资源，网络基础雄厚，合作范围广
	向网络中提供并吸取各类创新资源，合作类型多、数量大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直线职能结构，分工明确，决策集中，部门间沟通快捷简单
	多层级跨学科整合，内部管理规范，科研团队间合作频繁
	与少量企业、高校进行短期合作，程度浅频率低、关系松散
	与业内重点产学研机构深化合作，程度深频率高、关系紧密


[bookmark: _Toc413364532]4.2  创新网络中协同创新模式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
不同的网络特征影响了协同创新模式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过程。随着创新网络以各种形式发展、扩张和演化，创新网络中的协同创新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升级、创新，模式的选择受到实验室创新网络的产生背景、网络目标、网络规模、网络节点的意愿以及国家宏观战略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归纳以上案例发现，常见的协同创新模式主要包括签订研究合同、实施技术转让、技术援助、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项目联合研发、创办技术平台、联合实验室、科技中心、战略联盟等。在不同的创新网络中，实验室会选择不同的协同创新模式；在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协同模式也会随之进行适应性调整。这一协同创新模式的选择和调整过程是随着创新网络的演化而发生的，同时伴随着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见表2）。
表2 创新网络中协同创新模式及其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
	实验室
	创新网络中协同创新模式
	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学科交叉研究；对产业界开放并提供技术援助；不断建设并开放大科学装置吸引全世界人才协同研究；成立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心汇聚具有共同研发目标的一系列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实验室体系促进超大规模协同
	“多极化”起源奠定了良好的协同创新能力基础；网络的多元式渗透使其占据结构洞位置，强化协同创新的信息获取能力和资源控制能力；网络的外部扩张扩大协同创新能力的作用范围并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的效度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项目式合作研发、研讨会式互动交流；成立技术中心、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深化与产业界的合作；成立创新战略联盟实现与产业界、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的高频率、高强度、高成果产出转化率的紧密协同
	由“点”到“线”地寻找外部合作伙伴，形成了基本的协同创新能力；由“线”到“面”实现了协同创新能力的积累；由“面”向外辐射，扩大了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力度和作用范围，形成了协同动员、组织和调控能力


通过梳理实验室创新网络在不同演化阶段的特征，总结创新网络各阶段的协同创新模式，可以看出，实验室内部网络的学科交叉、合作研发、资源共享等对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起到了基础建设作用；实验室外部网络的组织间链接、实验设备共享、大型项目合作、技术转化应用等对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实验室内、外部创新网络间的密切互动，资金、人才、知识等各类创新要素在内外部网络间的充分流动对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稳定推动作用。
[bookmark: _Toc413364533]4.3  创新网络特征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
网络中能起作用的除了成员特征以外，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行动者间重复交易的频率和程度、行动者间相互联结的内容[24]。此外，网络结构也是影响创新网络效用的重要因素[25-26]，重点包括网络的物理密度[27]、合作程度[28]、网络配置和节点异质性[29]。从本文选取的两个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直接看出，创新网络中对协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的因素主要是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两个部分。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内部创新网络就已经形成，其战略目标就是要开创一种适应“大科学”时代的协同创新模式，内部各研究室部就设置在学科交叉的增长点上；其外部创新网络同样在建立之初就初具规模，面向美国国内有相似研究方向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以说是“没有围墙”的，网络开放性高。初期实验室合作伙伴的地理分布并不广，异质性程度并不高，互动较频繁且各方从网络中知识获取的效率较高；而到了网络发展的成熟期，特别是联邦政府参与主导高层次创新网络建立时期，网络开放性进一步提高，各种大规模装置能供全世界有需要的人群申请使用，网络节点大幅增多，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都大幅增长，合作伙伴的行业分布、地理分布愈加广泛。实验室在不断增加向网络中释放创新资源的同时，也从网络中吸取了更多的异质性资源，极大地提高了实验室的协同创新能力，使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在核物理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从天津大学内燃机研究所进化而来，初期实验室并没有明确的开展协同创新的战略规划或目标，内部协同仅限于相近研究方向上的人员因某个科研项目而自发产生的短期合作，参与度和协同度都很低；外部仅限于和天津大学相关院系的交流及与摩托车企业的合作，或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创新网络尚未成型，网络联结往往是单链路的，合作历时不长，稳定性不高，合作伙伴很少，联系不频繁，实验室能够提供给其他创新主体的资源比较有限，能从外部获取到的投资更是稀少。随着实验室实力的增强，吸引了一些著名的企业投资共同创办研究中心和联合实验室，才将与部分合作伙伴的关系稳定下来，协同研发的频率开始提高，协同产出也开始增加。随后，实验室从现有的关系联结出发，吸纳了更多的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行业协同组建了创新战略联盟，网络节点数量激增，协同的频率和时长都有所增加，协同创新能力也稳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相比，学科切入点非常精确和深入，这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领域较为狭窄和专一。因此，虽然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新网络显著提高了合作的频率和协同产出的效率，但与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相比，合作伙伴仅限于与内燃机研发和应用相关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因而网络的规模适中，成员异质性不高。
总的来说，可以按照3级定性评价法对两个案例实验室不同阶段的创新网络特征和协同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见表3）。
表3 中美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网络特征与协同创新能力的对比
	案例
	阶段
	内部网络
	外部网络
	协同创新能力

	
	
	目标
	参与度
	协同度
	联系
	强度
	持久度
	规模
	开放性
	异质性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形成期
	高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低
	中

	
	成熟期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大
	高
	高
	高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形成期
	低
	低
	低
	低
	中
	低
	小
	低
	低
	低

	
	成熟期
	高
	高
	高
	高
	高
	中
	中
	高
	中
	高


[bookmark: _Toc413702594]5    结论
探索性案例研发现，实验室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与创新网络的产生和演化高度依存。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创新网络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的一般过程是：首先，构造内部创新网络，强化科研人员彼此间的协同能力，促进实验室各研究方向的交叉协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沿着创新价值链，由内而外地推动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提升国家重点实验室嵌入在外部创新网络中的中心度，进而借助外部网络发展协同创新能力；最后，通过内外部创新网络的频繁互动，实现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内、外部网络间的交互也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验室内部的研究人员在不同研究方向上的探索、研发、交流促使内部创新网络的产生和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内部创新网络在吸引外部人才、设备、资金、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向外辐射、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部网络的形成；外部创新网络中获得的资源通过内部创新网络得以消化、吸收和创新应用。内、外部网络间相互依存，紧密互动，使得实验室的协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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